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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不動產開發的制度論基礎上，本文把「市場進入模式」觀念化成為一個社會

關係網絡的建構，並將之運用到兩岸工業不動產的跨界投資上，來說明了兩岸工業

不動產的行動者與結構環境的互動關係。然而，由於兩岸政治緊張關係的區域因子

影響，國家對服務業廠商跨界投資策略和市場進入模式的衝擊，因此就變成是本文

的一個討論重點。本文最後指出，跨界的社會關係網絡與中國地方政府的介入，是

不動產服務業跨界市場進入模式的組成關鍵。

關鍵詞： 工業不動產服務業的跨界投資、市場進入模式、社會關係網絡、國家、
治理、台灣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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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Entry Model and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Investments Across 

Taiwan Strait

Tsu-Lung Chou*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property development, the market entry model 
is conceptualized in this article as a construct of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and applied to 
analyze cross-border investments in industrial property servi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t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tructural environment and actors of industrial 
property.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e states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market entry model of property service firms from Taiwan. 
It is argued that cross-border social networks and local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re the major components for the market entry model of Taiwan’s investment in 
China’s industrial property services.

Keywords: Cross-border investment of industrial property services, market entry 

mod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the state, governance, Taiwan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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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在全球化力量的導引之下，成為帶動大
陸都市及區域經濟結構變遷與發展的一個最主要關鍵。也由於這個原因，使得在中

國的國外直接投資（FDI）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e.g. Hong, 2003; Lu et al., 
1995; Martinsons et al.,1995; OECD, 2002）。然而，這些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文獻，
大多是以製造業為討論對象，忽略了服務業跨界投資的討論分析（e.g. Johnston, 
1999; Leung, 1996; Lin et al., 1996; Phillips et al., 1990; Hsing, 1996）。這個結果，使
得我們有必要對於全球化的空間層級再結構過程（rescaling process），服務業在中
國大陸的跨界投資與發展，作進一步討論分析。又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區域結

果，就是促使台灣與中國中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經濟，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在全球
化的激勵下，開始重新接合起來。這個經濟的接合雖然主要是由製造業所主導的一

個發展，但卻連帶誘發了服務業在大陸投資的熱潮，成為一個不可忽略的發展。本

文因此以製造業相關的工業不動產服務業投資為例，來討論服務業在海峽兩岸特殊

的區域環境因子衝擊下，如何從事跨界的投資與發展。這裡所要嘗試回答的主題包

括：

1. 兩岸政治緊張對立關係，對不動產服務業跨界投資的時空接合形式影響？
2. 在兩岸特殊的區域環境影響限制下，台灣不動產服務業所採取的市場進入模式為
何？

3. 台灣的工業不動產廠商如何從事跨界投資的治理？這當中社會網絡是否就成了最
主要的治理機制？

4. 在這個跨界投資過程與治理網絡中，國家（大陸與台灣）扮演的功能角色又為
何？

本文在討論服務業跨界投資所採取的一個核心觀念架構，就是「市場進入模

式」。這個核心觀念架構，是從服務業國際化的研究文獻所借用過來（最近回顧

見Coffey，2000）。然而，為了使市場進入模式成為跨界服務業投資研究的一個
有用的分析架構，本文擴充了原來的概念，並在不動產開發制度的理論基礎上

（見Ball, 1998; Healey, 1992; D’Arcy et al., 1997），把它觀念化成為是一個社會
關係的產物。這個結果就使得本文的分析，得以接合到跨界投資治理機制主流文

獻的論述，強調社會網絡與個人接觸在跨界投資治理中的關鍵功能（見Amin et 
al., 1995a; Granovetter, 1985; Leung, 1993; Peng, 2000）。就都市政治學言，「治理
（governance）」指的就是協調（coordinate）社會關係的一個總稱，但這個協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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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不包括市場力量，以及正式的階層機制 （Jessop, 1997; Le Gales, 1998）。它
是相對於政府（government）的一個概念，強調政府只是社會體制運作的一個行動
者，而不是全部。在制度理論研究文獻上，也因此，即認定社會系統的運作，是

來自於社會制度網絡互動，所建構的信任與合作，才是社會系統運作的真正關鍵

（Amin et al., 1995a, b, c）。這個治理的論述，顯然過度忽略了國家的政治治理角
色，而遭到進一步的批判（見Macleod et al., 1999；Lovering, 1999）。由於兩岸政
治緊張關係的這個區域因子影響，國家角色卻是相當清楚而明顯的。國家對服務業

廠商跨界投資策略和市場進入模式的衝擊，因此就變成是本文的一個討論重點。本

文最後將討論指出，國家也是影響服務業跨界投資之市場進入模式的關鍵性因子。

跨界的社會關係網絡與中國地方政府的介入，是不動產服務業跨界市場進入模式的

組成關鍵。

本研究資料除了參考雜誌報紙的報導資料外，最主要的實際資料是依據2001年
秋冬期間在中國大陸北京、蘇州、上海等地，針對工業園區開發作實地訪談，同時

在台灣針對製造業台商和不動產開發商、台灣經濟部工業主管機關、工程顧問公司

主管和大陸不動產學者專家等的深度訪談，計有20餘人次。本文以下首先在第二部
分回顧討論服務業的跨界投資、制度與治理的研究文獻，藉以指出本文的理論基礎

及其在理論研究上的意義。隨後，第三部分說明兩岸整體產業經濟接合的政治經濟

環境演進和跨界投資的一般治理形式，第四部分則揭露台灣在大陸不動產投資發展

與市場進入型態，第五部分進一步以長江三角洲的實際案例，詳細討論大陸地方政

府、台灣跨界工業不動產開發之市場進入模式及治理。最後是本文的結論。

二、不動產服務業的跨界投資、制度與治理：文獻討論

服務業跨界投資的研究文獻業已指出，服務業與製造業的跨界投資，兩者有相

當大的差異，因此不能運用製造業跨界投資的分析架構，來討論服務業跨界投資。

它同時指出，正確的選擇市場進入模式（market entry mode），直接影響到廠商在
外投資的後續績效發展。在跨界的研究上，市場進入模式一般所指的內涵相當單

純，主要有以下幾個類型：(1)直接出口，(2)透過中界的間接出口，(3)非股權的契
約模式（nonequity contractual modes）如授權、經銷授權、轉包、網絡化，以及(4) 
海外直接投資，包括合夥、購併、加盟分店、自營分店、展售點（sales offices）、
衛星廠投資等。然而，服務業廠商國際化策略的選擇行為，往往因為部門以及投資



周志龍：兩岸工業不動產跨界投資、市場進入模式與治理

27

區域的不同而不同。其中，區域這個因子，在廠商國際化策略的選擇上，更扮演

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又影響商務廠商國際化策略的主要服務活動面向，涵蓋(1)商
業網絡的外部關係與型態，也就是異業間的供需關係形式。(2)顧客/供應商的關係
（client-supplier relationships）。(3)涵構這些關係的區域性供需之外部性。不可否
認地，服務業跨界投資的策略選擇，涉及到許多複雜的內外在社會經濟網絡關係

（also see De Magalhaes, 2001）。然而，他們的研究傾向以類型化的分析，比較市
場進入模式的特質與跨界投資的互動佈局關係。無法對於跨界投資的動態過程與結

果，作有效的理解分析。為此，本文認為「市場進入模式」要變成一個有用的跨界

投資研究架構，就有必要將其內涵進一步擴充，並將之觀念化成為是一個建立在制

度網絡基礎上的複雜社會建構與產物。事實上，跨界投資涉及到政經制度與文化的

差異，每個市場進入都必須經由細緻的制度安排，才得以實現。這個制度網絡觀念

化的市場進入模式討論，因此足以讓我們看到以行動者為中心的跨界投資網絡的建

構，在制度與功能上，如何克服制度障礙，來實現跨界投資。而這也是目前市場進

入模式研究，所必須處理的一個觀念化議題。

這對於不動產的跨界投資，更應是如此。不動產開發制度理論指出，不動產投

資與市場是一個社會的構造物（social construct），為社會行動者的活動、關係網
和文化識覺所形塑（Healey, 1992; Healey et al., 1990）。也因此，某個地方的不動
產投資與市場的結構與實踐，也反映了那個地方的特定政治經濟與制度環境。這

個制度理論的關鍵概念，就在於(1)行動者的利益和策略，如何在環境變遷中被形
塑，以及如何關連到較為廣泛的結構變遷問題上（Healey, 1992），以及(2)不動產
的供給結構（structures of building provision），亦即提供特定形式不動產之社會關
係的結合（Ball, 1986, 1998; also see D’Arcy and Keogh, 1997, 1999）。職是，本文
是把工業不動產服務之跨界投資的「市場進入模式」，觀念化成為是一個複雜的社

會建構與產物。這個觀念化整合了不動產制度論的觀點，將有效地協助我們從社會

關係觀點，來瞭解房地產與建成環境的跨界建構與使用。這個結果就使得本文的

分析，得以接合到跨界投資治理機制主流文獻的論述，強調社會網絡在跨界投資

治理中的關鍵功能，而有別於當前不動產投資分析的量性抽象研究，讓我們得以

清楚地解析跨界投資的具體過程與行動者制度網絡的建構（見Amin et al., 1995a； 
Granovetter, 1985; Leung, 1993; Peng, 2000）。然而，這個強調社會建構的服務業跨
界投資論述與不動產制度論的一個共同缺點就是，他們共同忽略國家在跨界投資過

程以及不動產開發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也因此，本文在討論工業不動產

跨界投資上，將強調國家在跨界工業不動產市場進入模式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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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影響。這對於仍處在政治緊張的兩岸關係環境中，國家這個區域因子影響對

服務業廠商跨界投資策略和市場進入模式的衝擊，特別有意義。

三、兩岸產業的跨界時空接合與投資發展

(一 ) 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變遷、地方政府與外商投資
1. 新經濟空間層級的浮現與國家

在1970年代末傾市場經濟的鄧小平上台，毛主義的計畫經濟體制被取代以後，
中國的發展軌跡開始有了史無前例的改變（Fan, 1995）。這當中最重要的發展與影
響，就是東南沿海的經濟特區與開放城市的發展。中國在1979年首先實驗性地建立
了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等四個「經濟特區」，以稅捐的減免、利潤的匯出以及

優良的基礎設施等有利條件吸引外商投資。在1984年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
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

個沿海都市予外商投資，其中又以上海、天津、大連、廣州為外商優先投資之城

市。又於1988及1990年分別再指定湖南與上海埔東新區為經濟特區。這些經濟特區
與開放都市，在東南沿海從南到北，組成了黃河三角洲經濟區域、長江三角洲經

濟區域、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域、閩南經濟區域等「開放經濟區域」（Phillips et al., 
1990）。他們顯然就是當今帶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黃金海岸，也就是1970年代末
期以來中共強調以東南沿海區域發展，取代早期毛主義內地發展的空間層級再結構

發展過程中，在國家策略引導下的一個新經濟空間層級。

2. 地方發展策略與不動產市場發展

中國的地方發展就是透過地方政府的形塑，吸引外資來實踐地方經濟發展。最

主要的策略性資源，有四大項。首先，就是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資源，即對經濟特

區與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其次就是大量而廉價的勞動後備軍（labor reserve）。
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一般勞動力成本只有台灣的1/10不到。但更重要的一個實質
資源，也是地方政府所自主握有的資源，就是土地。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機制

建構以後，地方政府即藉由國家絕對獨佔「一級所有權」，積極以土地作為吸引外

資的籌碼，從事舊城改造、新區開發與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開發。中國地方政府的發

展策略，也因此，是一個土地國有制的資本化發展下，由房地產市場開發所驅動的

地方發展模式。下表一顯示，大陸所吸收的國外直接投資中，不動產的外資戰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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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1998年約達80%，1999年則為64%。又他們佔全中國大陸的不動產投資，
則分別為8.2%以及5.4%。最後，很重要的策略性資源，就是廣大的市場。1992年
鄧小平南巡以後，大陸逐步開放內銷市場。此外，從1997年開始，在朱鎔基改革和
加入WTO，大陸市場的趨於成熟。這個市場資源從2000年以來，很快就成了中國
大陸吸引外資，可以運用的重要策略性資源。

表一　中國大陸不動產的外商投資 單位：美金萬元

外商直接投資

實際使用金額

（FDI）
全國不動產投資 不動產外資

不動產外資/FDI
（%）

不動產外資/
全國不動產投資

（%）
1997 - 38170650 4608565 - 12.1 

1998 4546275 44149422 3617581 79.6 8.2 

1999 4031871 47959012 2566022 63.6 5.4 
資料來源： 中國統計年鑑（2000）

3. 重商主義的地方政府

中共改革開放以後，顛覆計畫經濟體制，改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造就

「重商主義的地方政府」，成為國家經濟治理體系中的一個關鍵性行動者。改革開

放以後，由於財政問題惡化及市場經濟的壓力觸動下，開始實施「簡政放權」，建

立起一個彈性的財政責任制度，降低國家的預算控制與經濟計畫的角色註1，同時要

求地方自籌財源，擔負起地方支出責任。這個制度性的改變，使得過去藉由行政階

層系統，主導管理著中央政府與國營企業的部門經濟主體性，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國家的「放權讓利」，地方自主權的成長，變成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

最主要特徵，積極地改變了中國的地方經濟發展（Hamer, 1990; Parish, 1990）。隨
著簡政放權地方自主性的提高，過去的部門經濟在國家經濟系統中的支配性註2，迅

即被地方政府所取代。這個地方財政的改革發展與簡政放權，積極地鼓勵了地方

（城市）政府介入到地方（城市）經濟發展事務（Oi, 1995; Wu, 1997: 654-655）。

註1. 這個政策的改變，造成國家的預算收入比例，從1978年的76.4%，降到1990年的53.6%。
國家的預算投資在資本建設投資的比例，從1978年的77.8%，降到1992年的10.2%（Wu, 
1997: 654）。

註2. 這個系統並沒辦法鼓勵地方（城市）政府，積極介入動員地方（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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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央政府在地方發展角色的弱化，相反的中央對地方發展仍具

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央政府往往透過人事調派權，來掌控地方政府的決策行為，

必須遵守並貫徹中央的政策指導，同時以其政策執行績效，作為獎懲依據（Huang, 
1996）。也因此，配合經濟區域開放與招商政策，中央就特別以招商的成果，作為
人事升遷的依據。這些制度環境的發展結果，鼓勵地方政府走入前所未有的激烈競

爭時代，造就「重商主義地方政府」的形成與發展。地方政府的激烈競爭結果，造

成中國東南沿海的各級地方政府，不斷相互模仿投入經濟技術區的開發，同時進一

步擴大優惠措施對外招商。

(二 ) 台灣產業再結構、國家、跨界投資與治理
1. 跨界投資的進程

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丕變，本土生產要素成本（特
別是土地與勞力註3）的提高，環境意識的高漲，使得暴露在全球化競爭激烈的台灣

出口導向廠商，不斷把傳統產業部門與電子產業的中下游生產線，外移東南亞新

興工業化國家與大陸。這個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發展趨勢結果，由於
大陸優惠政策吸引以及兩岸文化語言的近親關係，造就了大陸成為1990年代中期以
來台灣最重要的對外投資基地（Hsing, 1996）。此外，大陸吸引台商投資另有一層
重大的政治意義，就是「統戰」。也因此，特別會以特殊的政策優惠，來吸引具指

標性的台商到大陸投資。在早期剛開放的1980年代，中小型傳統產業即具有統戰意
義，而受到相當的政策歡迎。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台商投資的擴大加深，統
戰的策略性產業，則轉向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大型企業或科技產業。

台灣跨界經濟投資的區位分佈，可區分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80年代末迄
至1990年代中，大陸改革開放吸引外資，台灣基於文化血緣關係，在經濟累積的社
會環境丕變，生產要素成本提高的壓力下，為了廉價的勞力與土地，外移大陸。這

個發展以出口導向的中小型傳統產業為主，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以及閩南地區

（Hsing, 1996）。第二階段台商投資轉為大型傳統產業及科技產業，群聚在長江三
角洲。這兩個階段的發展，使得台商在大陸投資分佈，由早期的福建廈門、珠江三

角洲，擴展到長江與黃河三角洲（見下表二）。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電子信息產業被中共中央界定為支柱產業，北京、上海、

蘇州、廣東等地方政府，競爭提供優惠措施，吸引台灣科技產業投資，並已在長江

註3. 台灣自2001年起進一步實施全年週休二日，明顯加重勞工成本，進一步加速台灣去工業化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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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形成上中下游整合群聚的在地化生產體系。據台灣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調

查顯示，1999年台灣電腦硬體產值427億4700萬美元世界第三，僅次美、日。其中
在台製造部分佔53%（1998年57%）、大陸製造33%（1998年29%）、其他海外生
產14%。又大陸資訊硬體產值在2000年為255.3億美元，遠超過台灣的232億美元，
居世界第三，但其中台商貢獻185億美元（佔台灣廠商海外生產總值39%）。換言
之，大陸的資訊業產值有高達72.8%，係台商所生產貢獻。

2. 跨界投資、國家與網絡的治理

然而，由於兩岸政治關係的緊張，一直使得兩岸跨界投資的時空接合，處在一

個緊張矛盾的處境。

台灣基於經濟穩定理由，禁止大陸來台投資的結果，造成兩岸在投資交流上，

一直處在不對等的關係上。此外，為控制技術密集產業外移大陸，造成產業空洞

化，台灣即對大陸投資採取項目與金額的許可管制。未經經濟部許可者，難以取

得銀行的融資轉帳許可。自1996年起台灣進一步實施「戒急用忍」政策，限制超過
5000萬美元的大陸投資。在限制項目中，包括技術密集的科技產業，如半導體；以
及服務業的金融服務與不動產投資開發業。主要的理由是，不動產投資資金龐大，

亦影響台灣金融市場穩定。

事實上，國家對資金流向的管制，並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台灣

出口導向產業發展，完全仰賴跨國公司的訂單。這些跨國企業大廠在競爭壓迫下，

每年按季調降產品價格，以維持市場佔有率，就成了跨國企業例行的必要競爭策

略註4。這個發展一方面造成台灣代工廠商獲利率的下降，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末期
以來，即對台灣OEM廠商，特別是電子科技廠，要求以大陸的生產成本標準壓低
報價。此一結果不只迫使台商投資大陸，成為維持利潤的不可逆轉趨勢，更加速了

新一波的大陸投資風潮註5。這些受禁止的產業部門，往往用其他的管道，來迴避國

家的資金管制。換言之，兩岸對於資金的流動皆有一定的管制，大陸限制資金只能

進不能出，台灣則限制特定產業資金到大陸投資。台灣1990年代末期以來，在大陸
註4. 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最大電腦為處理器製造公司Intel，在2001年初即宣佈調降各項為處理

器價格。其中，桌上型電腦所使用的Pentium III 1GHz降幅最大，達42%；筆記型電腦高階
微處理器，則達30%（中國時報、聯合報2001/1/30）。

註5. 筆記型電腦2000年仍是屬禁往大陸投資項目，惟台灣重要廠商，廣達、宏碁、仁寶、英業
達、華宇、神達、華碩、大眾、倫飛等，業已積極大陸設廠佈局。然上游跨國企業如戴爾

(Dell)、康柏(Compaq)、夏普(Sharp)等，即要求台灣代工夥伴包括：廣達（上海松江出口
區）、神達的神基（廣東）、仁寶（昆山）、倫飛、英業達（上海）等，自2001年起即自
大陸量產出貨，來因應筆記型電腦的低價化趨勢（中國時報、聯合報2000/1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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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投資，一般資金的進出大陸是採取「迂迴策略」。亦即，企業先在台灣成立創

投公司並完成資金募集後，再將創投公司設籍海外，然後協助大陸的科技公司成立

海外控股公司，隨後再間接以所募資金間接投資這個海外控股公司，便於資金進

出註6。由於與國家政策相違背，這些企業大都在開曼與威京群島註7登記註冊後，再

轉投資大陸，來迴避兩岸的國家監督與資金流動管制。這個台商的跨界空間策略

發展，使得在台灣出現一種全球境外公司代辦機構，由專業的會計師代辦英屬維京

群島、開曼群島、香港、新加坡等30餘國境外公司設立登記與銀行帳戶開立，並提
供大陸投資、會計、稅務外匯、海關等服務。這類著名的機構如漢邦管理顧問公司

（Hamber Consulting Service Inc.），都在陸委會出版刊物及其網站所刊登的廣告。
其次，又由於兩岸政治緊張，台商投資缺乏正式的貿易談判保障。進入大陸投

資由於大陸「人治社會」特質，往往使得兩岸的跨界投資存在著難以跨越的政治及

社會障礙。因應跨越這個障礙，台灣所採取的策略，就是透過緊密的社會人際網絡

機制，來治理兩岸的投資流動問題。這些社會網絡建構機制，包括在各城市成立台

商協會、辦理大陸投資研討會、投資環境考察團、兩岸產學合辦訓練課程、政治

團體的台商服務以及產業投資公會辦理並公告投資環境評比等。他們不只藉此建立

人際網絡關係，交換投資與人際網絡資源及經驗，同時解決跨越投資的社會障礙問

題。這個綿密的人際社會網絡，就取代了台灣官方而直接與中國官方，建立了一種

非正式的投資協商制度，有效地跨越政治與社會的兩岸籓籬，降低了投資的交易成

本。

國家所以只限制到一些指標性的大型企業資金的流向中國大陸，因為他們的投

資規模及企業與國家政策關係太過於密切，為戒急用忍政策的實踐指標註8。最著名

的例子，就是台塑集團的石化投資以及半導體台積電、聯電兩大龍頭大廠。顯然

地，國家並沒有完全的能力，來管制台灣資本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到大陸投資。至

此，國家在兩岸經濟上的管理，正被這個新的跨界治裡制度所衝破取代。

註6. 經濟日報2001/10/1

註7. 2001年台灣在開曼與威京群島投資，佔全台海外投資49%，絕大部分是轉近大陸（聯合報
2001/10/17）。

註8. 在2001年的台灣經濟衰退危機的政治反彈以及兩岸的共同加入WTO影響下，戒急用忍政
策即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所取代。2001年11月修訂「赴大陸投資許可管理辦法」，
取消5000萬美元限制，開放直接投資、直接通匯，及投資項目包括上游石化業、8吋晶圓
廠、486手提電腦等赴大陸投資。但截至2003年，開放進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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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工業不動產跨界投資與市場進入型態

(一 ) 早期台灣工業不動產顧問服務的跨界投資與「客戶尾隨」模式
一般台灣到大陸投資工業時，必須在地方政府所支配的一級市場取得土地。基

本上，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台商便宜取得用地並不是問題，但涉及專業的基地開

發，就必須委由房地產開發顧問公司來負責執行註9。台商基於規劃環境品質與時程

控制，往往委由熟識的台灣營造與工程公司辦理。這個發展，就形成台灣不動產諮

詢服務，在大陸投資的市場需求。隨著台灣對大陸工業投資的快速擴充結果，這些

依附製造業投資的工業不動產諮詢服務公司在大陸投資，很顯然是一個「尾隨客戶

的投資（client-following investment）」。這些工程顧問公司在大陸的投資，一般並
不在台灣政府禁止之列，他們在大陸投資的狀況如下表三。據台灣官方統計，總計

建築與營造業的投資，在1991-2000計投資計138件，合約3.7億美元。其中，以集中
投資在長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蘇地區為最多，佔達46.1%。
這些工程顧問公司在大陸投資所服務的對象，當然並不侷限在工業廠房的部

分，業務當然也擴及到大陸的都市大樓、住宅別墅的投資開發。然而，台灣工程服

務成本高於大陸當地廠商甚多，所以沒有辦法標到大陸當地的工程。台幹在大陸的

薪水在1989年是台灣的1.5-1.8倍，1992年為1.5到1.6倍，2001年則是1.2到1.5倍。台
灣幹部工資雖然與台灣差距逐年下降，但台灣工資的管理成本，是大陸廠商的10倍
以上。這個問題再加上台灣營建工程服務業與當地政府和企業沒有深層的社會關

係，而無法嵌入大陸地方的房地產市場，就使得台灣工程顧問廠商只能服務台商

了。顯然這種工程顧問投資的客群尾隨模式，主要是建立在一個信任的社會著床關

係（social embeddedness），而不是經濟成本的考量上。
在台灣，民間工程顧問公司往往有固定的合作伙伴，實際工程施作一般皆再轉

包長久合作信任關係的下游合作包商。然而，在大陸，台灣工程顧問公司基於勞

力管理與成本控制需要，往往以比價方式，透過熟識者找尋大陸當地可合作的下

游工程包商，以藉此接近大陸便宜而廣大的勞力市場。換言之，工程施工由於勞力

密集的非技術性勞工，有很大的一部份需借助大陸便宜的臨時勞力（每日人民幣20

註9. 台灣房地產市場在經歷民國76年到81年的大好光景後，82年回檔逐漸冷卻，建商過度開發
的結果，嚴重供過於求，曾經當紅的營建業猶如沒入夕陽產業，為了殺出血路，10年前就
有建商前進大陸另闢戰場。登陸的建商名單，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級城市，例如

宏國約在5、6年前就登陸，1997年開始蓋大樓。潤泰建設在大陸賣建材。太平洋建設則透
過大陸SOGO百貨的經營，從事房地產投資。至於元大建設，業界眾所週知，是在桂林蓋
了度假村，遠雄集團在北京也有動輒200至300戶的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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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基於勞力的徵募管理與降低成本考量，而必須與下游工程施工單位形成一

種勞力分工關係。然而，兩岸之間雖有語言文化的近親關係，但又大陸基於吸引

台商投資之政治統戰影響，要產生彼此間的長久真正的信任，並不容易註10。換言

之，他們之間合作信任的伙伴關係尚不容易長久。是以，在大陸的台灣工程顧問公

司，雖有下游的轉包關係，但卻信任的社會文化基礎薄弱，並不太會有長期固定的

合作包商。顯然地，這是一個信任基礎薄弱的彈性勞力分工網絡關係。

註10. 由於台灣與大陸社會經濟關係的長期隔閡，1990年代初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社會評價並不理
想，上海人稱台灣人為Ti-Ba-Zu，也就是「斬」的意思。

表三　台商在大陸投資建築營造業概況（1991-2000）

件數（件） 金額（美金千元） %

廣東

廣州、東莞、深圳、珠海 2 465 1.3

其他地區 - - 0.0

小計 2 465 1.3

福建

福州、廈門 4 551 1.5

其他地區 2 381 1.0

小計 6 932 2.5

江蘇

上海 36 10788 29.5

南京 6 1083 3.0

其他地區 18 5000 13.7

小計 60 16871 46.1

河北

北平 7 2045 5.6

天津 - - 0.0

其他地區 2 1025 2.8

小計 9 3070 8.4

其他地區 61 15251 41.7

合計 138 36589 100.0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審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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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1990年代中期以後工業不動產資本跨界投資與「市場追尋」進入策
略發展

雖然台灣不動產顧問服務在大陸跨界發展，到1990年代末已有近十年的時間，
但是在工業不動產開發投資，卻是近年的一個全新的發展。台灣產業經濟發展，中

小企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在中小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台灣政府除了藉由產業政

策激勵其發展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介入就是工業區的開發。國家為了激勵產業發

展，積極在全台大量進行工業基盤設施的開發。這個發展導致了台灣工業區與住宅

區的開發，有了很大的區別。亦即，住宅區開發是由市場機制所主導。台灣有70%
以上的住宅，係由民間部門所支配。至於工業區開發，則絕大多數係由政府所提

供。國家為有效推動工業區及科學園區等基盤設施開發，成立半官方的工程顧問公

司，包括中興工程顧問、中華顧問工程司、榮民工程公司、台開公司，長期負責工

業基盤設施的開發任務。工業不動產開發所以是由國家工業主管機關工業局及其所

附屬的外圍工業不動產資本所支配控制，提供全台90%以上的工業用地。

表四　台灣工業區基盤設施開發服務機構分工

工業區開發 總顧問 規劃設計 工程施工

負責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

中華顧問工程司

中興工程顧問 中華顧問工程司、

台灣開發工程、

榮民工程公司

自 1 9 8 0年代後期以來，製造業大量外移大陸，加速了台灣除工業化發展
（de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以及工業不動產在台灣的過度生產，在1990年
代末期浮現惡化，造成工業不動產開發部門的發展危機註11。這些公司在危機壓力

下，雖然也在大陸從事不動產顧問活動，但仍以個案方式為台商在大陸從事規劃設

計與評估的顧問服務，但並未涉及大陸的工業園區開發。這主要是由於這些工業不

動產資本，皆為政府控股的經濟部外圍企業。此外，工業區開發又涉更複雜的開發

管理訣竅（know-how），以及長遠兩岸科技產業競爭，威脅台灣科技產業發展，

註11. 截至2002年底，台灣的除工業化發展，工業區土地需求不足，導致經濟部工業局已開發或
開發完成的工業區，有近二千公頃賣不掉。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開發工業區的工程機構

和向銀行借款代墊的資金，包括榮工公司537億元、中華工程190億元、世正80億元、台開
194億元。合計1000餘億元，每天利息約1500萬元，各開發單位都背負了沈重的財務負擔
（聯合報200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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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國家的嚴格監管註12。也因此，在1990年代以來台灣製造業資本與服務業資
本，積極擴大展開對大陸投資的時候，我們很少看到台灣工業不動產開發者在大陸

積極佈局發展的事例。台灣較有組織的介入到大陸工業園區的整體開發，則要到

1990年代末才發生。
根據訪談，台灣中小型工業資本，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真正獲利的廠商只有

1/3；2/3的廠商並沒有賺錢，甚至1/3廠商是虧本的。這與表五的經濟部調查報告相
當。但就上海言賺錢的比例比較高為55%註13。

表五　台商在美國與大陸投資獲利狀況 單位：%

中國大陸 美國

虧損 損益平衡 盈餘 虧損 損益平衡 盈餘

1998 39.8 24.5 35.7 56.3 18.8 25.0

1999 30.7 29.8 39.4 47.2 16.8 36.0

2000 31.9 26.3 41.9 49.2 15.3 35.6
資料來源： 經濟部統計處（1998，1999，2000）

中小型廠商在大陸投資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不像大型廠商，對中共而

言，具統戰與政策的指標性意義，一般並不能獲得大陸政府的政策性扶植。特別

是，隨著台灣產業經濟在1990年代末期的進一步惡化，台灣轉投資大陸規模的進一
步擴大，中小型廠商更喪失了與大陸地方政府的談判籌碼，以致於他們在中共「人

治社會」所主導的地方投資環境中，難以生存。這些發展就使得中小型廠商，在投

註12. 2003年經濟部投審會開放營建業赴大陸投資將近半年，但因限制的條件過於嚴苛，投審
會到現在還沒通過任何一樁申請案。投審會對營建業的投資案採總量管制，第1年投資總
額不超過新台幣100億元，個案投資金額不得逾1000萬美元。為避免廠商赴大陸開發工業
區、工商綜合區反加速台商西進，投資項目不涵蓋工業區、工商綜合區、公共建設及新市

鎮、新市區的投資發、興建及租售。開放的對象以在台灣從事房地產開發業者為限，必須

經營3年以上，最近3年中至少2年盈餘。國泰建設已經前往大陸從事1年的資料蒐集，更多
的上市櫃公司也渴望登陸，只是近年房地產景氣始終抬不了頭，建設公司連年虧損，沒有

人過得了投審會規定公司必須連續2年盈餘的條件限制。 檯面上建設公司沒辦法西進，不
過，實際上建商早就前仆後繼、登陸發展，礙於政令，這些建設公司多以大股東個人名

義、或者透過境外註冊進行投資，也有人找來當地人頭成為本地業者爭取經營利基。（中

國時報2003/6/5）

註13. 參見商業週刊200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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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產上，必須靠個人運氣與政商社會網絡經營。因此，投資者認為，台灣中小企

業亟需一個機構，能在大陸為他們複製提供台灣工業基盤設施與管理模式，同時藉

此以「集體談判」方式與大陸地方政府協商，為高失敗率的中小型企業，解決相關

的問題。在台商製造業大規模擴充的市場機會成長之下，此一論述的發展，所以，

就促成台灣在大陸從事工業不動產開發服務業的發展。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在大陸

的工業不動產開發投資的市場進入模式，主要分以下三大類：

1. 商用不動產模式，一般為不動產投資商所主導的開發。案例代表即「湯臣集團」
在上海浦東新區所規劃開發高達20平方公里的「台灣城」。開發內容含蓋資訊科
技園區、商業區、辦公區、住宅區及休閒區，主要供赴上海投資的台灣人進駐之

用，約可容納20萬人。另著名的台灣產經專業經理人胡定吾，主管70億華威國
際創投基金，參與中芯集成電路製造（上海）公司，合資設立的「大中華創投基

金」，係針對生化、半導體、通訊等產業進行投資，資金來源以台灣科技龍頭為

主，開發經營團隊則以其過去服務的的中華開發投資部子弟兵為基礎。

2. 代工基地模式為製造廠商所主導的開發。著名案例中華汽車註14在福州青口工業

區的「東南汽車城」，號召30家協力廠商進駐，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同時協
助各協力廠商進入大陸市場，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提升產品競爭力。又廣

達在上海松江加工出口區購地1800畝的「廣達上海製造城市（Quanta Shanghai 
Manufacture City）」也是另一代表。它力邀鴻海等數百家電子供應商進駐註15。

台塑集團2001年在昆山工業區投資建造汽車專區計畫結合台灣上游汽車零組件廠
商，生產供應上海地區大眾與通用汽車的零組件註16。

3. 科學園區模式，以移植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經驗的開發模式。著名案例，福州市長
樂高科技工業園區，投資額1億美金，面積15000畝。本園區以移植台灣新竹科學
園區開發模式，引進台灣高科技、美國矽谷等科技廠或傳統工業投資。另也有由

台灣退休公務員所主導的科技園區開發，他們以在新竹科學園區的豐富經驗，在

大陸開發科學園區。主要以科學園區管理局和工研院卸任高階主管所開發的科學

園區為其代表，包括科學園區第一任局長何宜慈在北京中關村所開發的園區、科

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何希淳在常州所主導的園區，前工研院院長林垂宙在廣州所

註14. 與福建省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合資設立東南汽車公司，作為本汽車城開發與營運的基礎。
現截至2001年已由初期的5000輛的年產量，成長到2000年的30000輛，2002年的45000量
（中國時報2001/12/12）。

註15. 經濟日報2001/10/12。

註16. 中國時報2001/12/12。



周志龍：兩岸工業不動產跨界投資、市場進入模式與治理

39

開發的科學園，以及前科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楊世緘在無錫、昆山、上海的華楊

科學工業園（Hwa Yang Science Industrial Park）開發案註17。

表六　台商大陸工業不動產開發模式比較

商用不動產模式 代工基地模式 科學園區模式

開發者 不動產投機商 製造業代工大廠 台灣科學園區專業

菁英

背景與驅動力量 台 灣 不 動 產 蕭 條

後，不動產投機商

的大陸市場機會追

尋

全球化後基於下游

產業鏈垂直整合利

益，在大陸的產業

小區打造

政黨輪替後工業區

開發專業菁英與產

業的大陸市場機會

尋求

功能 商用不動產開發，

工業基地開發為其

輔助性功能

台灣下游產業鏈的

延伸與代工基地

新竹科學園區經驗

模式的複製

在表六的這三種模式對照顯示，商用不動產模式是台灣不動產市場蕭條後，土

地開發投機商的大陸市場機會追尋，工業基地開發只是它的一個輔助性功能。代工

基地模式，則是台灣製造業代工大廠，隨著全球化發展，基於下游產業鏈垂直整合

利益，在大陸的產業小區打造。科學園區模式，則政黨輪替後工業區開發專業菁英

與產業的大陸市場機會尋求，並嘗試輸出新竹科學園區經驗模式到大陸。顯然，較

具影響力的模式，是以後面的兩個類型為主。這主要是由於這兩類的開發主導者，

在台灣科技產業界具有廣泛的人際關係，有能力將台灣科技業的整條廠商供應練整

合起來，並引介到他們所開發的園區投資。

這兩個大陸市場進入模式，是一種「市場追尋」模式，明顯與以上所提的不動

產諮詢服務的「客戶尾隨」市場進入模式，有著很大的不同。進一步將這個發展

放到上文的發展背景來檢驗，即可發現這個階段性轉變的力量，並不是中共地方

政府角色的改變，因為自1980年代以來，重商主義的發展策略，就一直都是地方政
府的經濟重點了。市場追尋模式的成形發展，因此，是台商在大陸投資市場擴大成

長後，工業區開發作為產業發展的新機會結果。因為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幾乎
所有台灣出口導向的代工廠商，皆面臨著大陸投資的全球化壓力，而必須赴大陸投

資。這個新的市場機會，使得來自台灣的大陸工業不動產開發，都必須輔以工業區

註17. 經濟日報2001/10/1。



台灣土地研究　第十卷第一期

40

開發，來尋求利基支撐。當然，這個模式發展，也有相當的部分來自於兩岸政治關

係緊張，中小企業個別投資環境與制度的不穩定，以致於建構一個相當於台灣產業

投資環境的制度性生產環境，就變成是降低投資風險的保障。

顯然，這個市場追尋模式的發展，是一個新的制度環境建構的機制，但卻代表

著台灣在大陸投資跨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它不只競爭威脅到台灣工業區與科學園

區註18的成長發展，而且最後也將導致1970年代以來台灣所形塑建構的上中下游產
業鏈垂直整合的跨界擴充，而建構起兩岸的跨界產業經濟區域。市場追尋的進入模

式所提供的服務重點，在為具有垂直整合特質的台灣供應鏈廠商，也就是中小企

業，提供一個資本累積的硬體環境與軟體制度。它的服務內容大大地改變了以往客

戶尾隨模式，僅對個別投資者作規劃開發與工程設計的諮詢服務。然而，這個新的

市場進入模式一方面必須在台灣進行招商，同時另方面必須與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談

判，為入園廠商集體談判園區的軟硬體環境。顯然地，市場追尋模式的兩岸跨界工

業不動產投資，不只很複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大陸地方政府這個區域性

因子的關鍵性影響。

五、長江三角洲地方政府與台灣跨界工業不動產開發之市場

進入模式及治理

以上討論指出「市場追尋」的進入模式與「客戶尾隨」模式比較起來，無論在

過程與內容上，都複雜了許多。茲進一步以長江三角洲的案例，討論說明台灣工業

不動產作跨界投資的「市場追尋」進入模式與治理形式如下。

(一 ) 長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與台灣跨界工業不動產開發
199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在大陸投資區位分佈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往北移。這

導因於兩個原因，首先就是珠江三角洲的投資環境，由於社會腐敗台商人身安全受

威脅，過去曾經是台商投資重點城市的廣州、深圳、汕頭等城市，則被電電工會

調查評估列為投資環境不良的D級城市。長江三角洲的蘇州、昆山、南京、鎮江、
無錫、吳江、常州、杭州、寧波、上海等則被列為A級的投資環境優良城市。換言
之，由於珠江三角洲投資環境開始受到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競爭，連帶牽引台商投資

註18. 台灣自1990年代末為激勵科技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新開闢了多處的科學園區，包括新竹科
學園區竹南基地開發、台中科學園區、雲林虎尾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路竹科學園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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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北移發展。2000年以來在長江三角洲的實際投資額度超過200億美金，台灣常
駐人口業已超過20萬人。也由於，這個發展在2001年「華東台商子弟學校」正式獲
教育部同意，設立于蘇州昆山為上海、蘇州、南京等地台商子女提供學籍保障與台

灣教育制度銜接的國中、國小、幼稚園課程。

圖一　長江三角洲主要都市

更重要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地方政府在長江三角洲的形成，更加快加
速了台商投資的北移。地方政府的主要特色，就是「競爭」與「親商」。就競爭層

面言，長江三角洲主要的地方政府包括蘇州、昆山、南京、鎮江、無錫、吳江、常

州、杭州、寧波與上海的松江等。他們分別組成招商官員團隊，分赴台灣及珠江三

角洲進行招商。例如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在2001年上半年就組織了四批官員赴台
招商。這十個都市在招商上激烈競爭結果，使得土地價格變得越來越低，而稅捐

優惠也變得越來越優渥，甚至超過中共國務院所許可的範圍。蘇州地價原來每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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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昆山是15萬，但緊鄰的吳江及浙江的寧波和杭州，則將地價直接壓到每畝5
萬，無錫則降到3萬。迫於競爭壓力蘇州地價在2001年中就被降到15萬，昆山降至
10萬註19。對於標的廠商，進一步就其設廠所需用地預先予以劃設保留，作為招商

吸引的條件。又稅收政策也是爭取台資的主要內容，中共國務院規定外資企業可享

受基本稅率15%及「兩免三減半」的優惠，也就是投資獲利後，兩年內免稅、其後
三年減半徵收。但地方政府在招商競爭壓力下，長江三角洲所有的城市皆突破了這

個限制，「兩免六減半」、「三免五減半」、「五免六減半」、甚至「七免七減

半」。

在長江三角洲城市競爭的結果，就促成了地方政府「親商」特色的形成。根據

訪談，這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昆山市政府。就昆山而言，在過去幾年來對外開放實

踐的結果，業已造就昆山市政府成為一個「重商主義政府」，建構了明顯的「親

商」意識，「對外商不說不」。目前市府成立了三大服務體系，即(1)外商投資審
批的一條龍服務、企業建設過程的全方位服務、企業開發投產後的經常性服務。

(2)形成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外資企業沙龍等，作為市
府與外資的協商溝通渠道。(3)建構外商服務受理中心、外向配套協作中心、外商
投訴中心等三中心，為外資提供服務。 
然而，這些給予台商彈性待遇或特殊優惠，並未具堅實法律基礎，往往「人

治」成分居多。據受訪者指出，地方政府人事變動，往往就代表著優惠政策的改變

緊縮，造成必須追繳過去法令所未准許的優惠利益，導致廠商嚴重損失。為因應這

個不確定投資風險，台商就必須細緻的從事人際網絡佈局，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必

須在不同空間層級政府建立人際網絡關係。換言之，這個「人治的社會」所造成投

資環境的不確定風險，就使得工業不動產開發投資，變得比咨詢服務業的市場進入

策略複雜許多，而必須在高層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從事人事網絡投資。在當前

大陸制度不夠透明，地方政府的不確定性風險高，這種上層人際投資，就相當於是

投資買保險的制度性成本。

就以上所提的長江三角洲工業不動產投資三個模式案例言，不動產模式中的湯

臣為上海人，自1992年即大規模參與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投資額度超過6
億美元，在上海有廣泛的官方人脈。科技模式的廣達電腦，由於屬科技產業網絡投

資，受中共中央重視。官僚模式華揚科技的楊世緘，祖籍在無錫，為台灣卸任經濟

部官員，與中央高層及上海市府具良好的人際關係。這些跨界投資所具有的特色，

就是在於他們與中央決策有特殊人際關係、具統戰意義、或提升大陸產業經濟結構

註19. 中國時報200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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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這些開發者他們都運用各自在台灣的政商人脈，成立投資開發基金招募資

金和產業。例如湯臣集團在香港成立「浦東開發集團有限公司」，華揚科學園區則

在維京群島成立全球策略投資基金，廣達在維京群島成立科技基金。

(二 ) 台灣跨界投資市場進入模式：昆山全球策略投資基金案例
以下就以全球策略投資基金（Global Strategic Investment Fund, GSIF）在昆山的

投資案例，來說明台灣工業不動產在大陸的市場進入模式。「全球策略投資基金」

是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的前任副局長楊世緘，在維京群島登記設立的基金。楊

的舅舅為前國務院副總理榮毅仁，又為前台灣政府經濟決策幕僚長，具有充分的工

業區開發實戰經驗。就政治、工業區開發專業與經濟發展言，全球策略投資管理基

金就成了蘇州、上海的地方政府拉攏投資，具指標性意義的對象。顯然，這個開發

模式的社會關係基礎，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模式。主要的關鍵問題談判含批地條件、

投資優惠、園區管理合作等，係建立在中央到地方決策高層的特殊關係基礎上。本

基金2000年開始進入長江三角洲進行人事佈局，最後選在無錫、昆山和上海松江等
三地，分建三個科學園區，定名為華揚科學工業園區。

就昆山園區的開發言，昆山是台灣產業在長江三角洲的投資重點，而且相關的

供應廠商網絡也逐漸成熟。同時，昆山市政府又為長江三角洲著名的重商主義政

府，昆山市利用外資達84億美元註20。昆山華揚科學工業園區位於昆山經濟技術開

發區的陸陽配套區內，面積2平方公里。昆山市有高速公路直通上海機場，水運方
便，又鄰近蘇州高薪技術開發區與新加坡工業園區，現為台商投資在長江三角洲最

密集的城市，業已產生群集效果。在客群服務對象上，它集中在通訊、資訊、電

子、軟件、網路、半導體積體電路、光電、精密機械、化學製藥與生物技術等產

業。這些產業是中共中央所核列的支柱產業，相對容易取得地方政府的政策優惠。

投資策略的區位選擇，尚涉及到園區周邊生活環境的成熟與否問題，因為廠商

投資尚必須考量到台灣來的員工居住、醫療、子女教育以及休閒等服務的提供。昆

山園區的周邊生活環境狀況如下，明顯已臻成熟，是個適合工業園區開發的地方。

1. 居住：主要包括旅遊賓館酒店，昆山賓館、華麗大酒店等十餘家，以及高級別墅
群和外商公寓，如上海威尼斯渡假村、寶島別墅等。

2. 醫療：昆山市主要醫療設施，包括人民醫院、中醫院、紅十字醫院、國際醫院等
機構31家，並開設外商保健病房，為外商提供綠卡就診一條龍服務。

3. 教育：除昆山當地學校，含硅湖大學等高校3所，中學與職業學校4所以外，並有

註20. 經濟日報200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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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首家台商子弟學校（位於昆山）提供教育服務。

4. 文化休閒：現有公共圖書館、崑曲博物館、戲院、體育場以及昆山科技博覽中心
等文化休閒服務設施。

1. 與昆山市政府合夥成立華揚科技工業園區

昆山華揚科學工業園區係由「全球策略投資基金」與昆山市政府合資，設

立昆山華揚科技創業投資公司的投資開發案。這是一個伙伴策略（par tnership 
strategy），兩者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功能。全球策略投資基金負責在台灣集資
（2001年原預計募得6億美金，帷因經濟的不景氣，僅得2億美元），在威京群島註
冊轉投資大陸長江三角洲的工業園區開發。同時，負責引進台灣工業區開發經驗，

實際負責工業區的開發及產業招商。至於昆山市政府，主要承擔地上物拆遷補償，

無償提供土地，並從事基盤設施建設（路面以下的所有相關管線設施）和園區優惠

政策支援等的投入。市政府則以「土地作價入股」方式，取得公司30%股權。其餘
70%股權則歸全球策略投資基金。這個伙伴策略關係所以就把昆山市政府的政策資
源，有效地整合到工業園區的開發。更重要的，透過與地方政府成立「昆山華揚科

技創業投資公司」的正式合同，把投資優惠環境變成是一個制度化的保障，來強化

園區吸引廠商投資的競爭優勢，同時有效降低市政府因人事變動所可能造成政策變

動的投資風險。

2. 科學園區競爭策略：投資環境

在蘇州地區的科學園區開發，當然會面臨著鄰近地區科學園區的市場競爭，包

括國家級的蘇州高新技術園區、新加坡工業園區，以及其他地方政府所開發的工業

園區的競爭。然而，跨界工業不動產開發的產品競爭力之決定因素有二，即價格與

園區環境品質的競爭。在價格方面，在無錫的開發案裡，無錫市政府更提供競爭差

價的補貼優惠。換言之，無錫華揚工業園區開發完成，作價出售工業用地時，如

果成本價高出其他政府開發的工業區收價時，兩者的價差由無錫市政府吸收。昆山

園區雖沒有取得昆山市政府在園區售價的價格補貼，但由於園區土地並沒有取得成

本，投資廠商的土地成本，當然比個別投資者向昆山市政府批地所必須負擔每畝10
萬元的地價來得低許多。這也因此大大地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啟動成本，成為吸引

台商入園區極重要的優勢。

又在產業投資環境的競爭策略上，由於開發團隊主要係來自於台灣，台灣在跨

界不動產投資所營造的科學園區，主要是建立在台灣過去所從事科學園區開發的豐

富經驗基礎上。昆山科學園區的軟硬體環境競爭策略，也因此是衍生自台灣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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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可歸納以下幾個層面，包括稅務與優惠環境、基盤設施環境、管理服務系

統、生活環境等。

(1) 稅務與優惠環境
a. 稅捐
所得稅： 按15%徵收企業所得稅，經認可者得5免5減半，並在減免期間免徵

地方所得稅。

增值稅： 企業所繳增值稅屬地方保留部份，作為補助企業或注入高科技發展
基金。IC產業產品銷售之增值稅率為6%，軟體產業則為3%，實際負
稅超過部份，實行「即徵即返」。

營業稅： 園區企業之技術轉讓所得收入免稅。
b. 規費
包括職工繳納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保險金和住房公積金等項目，以

外其他規費全免。

c. 其他
在園區購置或興建廠房者，以實際所繳房產稅給予財政補助，期限三年。至

於海關稅，對於高新技術研發與創業投資則另予優惠。

(2) 園區基盤設施環境
 地方政府投資興建供自來水、電力與網路通訊等管線設施及服務，另興闢污水

處理中心，日污水處理率可達 90%。
(3) 園區管理服務系統

a. 成立園區指導委員會
協助園區服務中心對園區企業，提供政策諮詢和業務指導，並協助解決營運

中遭遇的困難，同時不斷推動各項改善措施。

b. 市政府駐園辦公室
為市府行政的單一服務窗口，受理企業入園所需的各種手續。

c. 成立園區服務中心
提供各種企業經營的服務。

d. 設立高科技發展基金
本基金主要任務在藉由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進行研發與人才培訓，以及

通過貼息補助的方式，鼓勵區內廠商積極從事研發與創業投資，並引進與購

買先進技術設備投資。

e. 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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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通銀行簽訂合同，提供入園企業貸款服務。

f. 海關直通點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海關直通點，可提供本園區出口廠商報關、貨運、

倉儲等物流一體化服務。實施電子聯網通關，海關通關不超過24小時，空運
通關不超過12小時。
以上這些環境策略的營造與確定性，特別是稅務與管理服務環境，一般被投資

者認為是園區成敗的關鍵之一，而必須昆山市政府的政策配合。因為大陸地方政府

政策「一日數變」的惡名，往往使得投資設廠的廠商裹足不前。然而，因為昆山市

政府本身就是園區開發的股東，這個問題在形式上獲得了暫時的解決，而降低了投

資廠商個別對地方政府談判的不確定風險。

圖二　台灣與大陸的跨界科學園區開發，昆山華揚科學園區案例

圖二總結了上文的討論說明，它顯示跨界工業不動產投資的市場進入模式，係

建構在行動者的制度網絡關係基礎上。在國家的角色上，地方政府卻扮演著一個無

可取代的角色，包括硬體基盤的投資以及軟體制度政策誘因的建構，都是國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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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也因此，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圖二的這個台商的工業不動產開發，是建構

在與大陸地方政府聯盟的基礎上，而它的成敗與否，自然也就決定在這個聯盟與制

度安排的穩定程度上。

3. 不動產開發的勞力分工鏈與治理網絡

工業不動產開發時程極長，一般需要1-2年以上。也因此，土地規劃開發過程
的治理，由於涉及到內部觀念溝通、團隊默契以及更重要的信任問題，特別是科

學園區開發目前為台灣所禁止，信任問題就顯得特別重要。此外，更涉及到科學園

區的土地開發設計與管理訣竅與品質，為了控制內部財務與訣竅等商業機密，所以

一般核心的管理設計的核心幕僚皆由來自台灣。這個發展需要所以就形塑了兩岸在

不動產開發上的分工。昆山高科技創業投資公司中，掌控決策的管理階層等知識密

集的位置，即為公司的核心團隊，是來自於台灣的團隊所支配。這些核心幕僚的關

鍵人物是前台灣省彰濱工業區開發主任，為楊過去所提拔的合作伙伴，深受信任。

他因此成為楊的分身，並協尋一批具工業區開發經驗的台灣退休公務員以及工程顧

問公司成員，組成「開發團隊」，實際在大陸負責華揚科學園區開發。至於，外圍

日常勞力密集性的工作，則一般是由當地勞力市場提供。這個勞力分工結構當然也

反映在公司組織的薪資結構上，分成三個層級，台灣主管以台灣的工資再加成，薪

餉直接轉進在台灣的帳戶。第二級為中層管理階級為昆山當地的技術勞工與管理人

員，月薪在千元人民幣。擔負執行第一層決策，同時指揮管理第三層級員工。第三

級則為地方工程隊及大量的非技術性勞工或臨時工所組成，擔任外業施工作業，每

日所得工資約20元人民幣。
這個勞力分工關係也反映在園區的規劃設計和工程施工上。首先就規劃設計

言，在大陸從事不動產規劃開發事業，依據中共法律必須委由大陸合格規劃與營建

公司辦理。也因此，園區的規劃設計係委由來自於台灣在上海取得執照的「日建工

程顧問公司」負責總體規劃。至於園區的細部計畫，則是以向當地規劃公司借牌方

式，實際由在上海的「台灣亞新工程顧問（集團）公司」負責。又在開發工程施工方

面，則由其負責招募當地工程隊，從事實際工程施作。最後有關的廣告代銷，由於標

的客群為台商，所以是由台灣中介代銷公司，在台北從事市場行銷招商。這些工程顧

問公司過去都與台灣工業區開發主管機關，有相當良好的合作關係。基於長期合作默

契以及信任關係，本園區係委由這兩個公司辦理，以確保園區規劃設計與施工品質。

很顯然是過去合作網絡與信任的社會著床關係，在兩岸敏感的產業競技與政治緊張的

時空接合障礙中，扮演著跨界不動產投資的最重要治理機制。 這個網絡治理機制，
使得昆山園區開發的老闆得走避美國，跨越時空的限制，遙控整園區規劃開發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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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本文在不動產開發的制度論基礎上，把「市場進入模式」觀念化成為一個社會

關係網絡的建構，用以分析兩岸工業不動產的跨界投資，指出兩岸工業不動產的行

動者與結構環境的互動關係。分析結果顯示，台灣的不動產服務業在大陸的投資與

製造業的投資，在廠商的動機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台灣製造業在大陸投資主要

的動機，在追求大陸地區的廉價生產要素包括勞工與土地。至於不動產服務業的大

陸投資發展，主要動機分成兩階段。首先1990年代中期以前由營建工程顧問所主導
的「客戶尾隨模式」，以及後來轉變成一種為不動產開發所主導，而立基在制度網

絡基礎上的「市場追尋模式」。從本文案例研究明顯可看出，事實上，這當中影響

市場進入模式轉變的區域環境關鍵因子，首先就是台灣製造業自1990年代末以來大
規模的大陸投資，工業區開發作為一個產業發展新機會的形成結果。其次主要的影

響，就是處在政治矛盾的兩岸國家角色。在台灣的部分，由於面臨著大陸藉由經貿

而來的經濟安全與政治統戰威脅，以致對大陸投資採取一個消極的策略結果，使得

廠商的跨界投資必須採取迂迴策略，並透過緊密的社會關係網絡來治理跨界投資與

發展。換言之，在迴避台灣戒急用忍的產業資金政策、用地取得以及實際的工業不

動產開發等方面，社會關係網絡有效地協助廠商跨越了兩岸的政治與社會之制度障

礙，治理了兩岸的不動產跨界投資與發展。在中國大陸方面，台商在大陸的工業不

動產投資分析中，除了台灣的開發商以外，大陸不動產市場進入模式中，最重要的

一個行動者，就是大陸的地方政府。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構環境誘導下，這些地方

政府透過土地的供給以及工業園區政策資源的優惠投入，拉攏台商建構工業區開發

社會網絡，激勵地方經濟的再結構，就成為他們主導地方發展的最主要目標。跨界

的社會關係網絡與中國地方政府的介入，所以就變成是不動產服務業跨界市場進入

模式的組成關鍵。這個研究發現明顯填補了跨界投資主流文獻，他們只強調社會網

絡治理機制的論述，而忽略國家介入影響的缺失。

就台商製造業與工業不動產業的大陸投資進入模式比較言，製造業的大陸投資

進入模式，是一種生產驅動。大陸的跨境製造業投資研究文獻一致指出，它是一種

透過制度網絡的治理，並與大陸地方政府形成一種穩定的結盟關係後，從事自主

生產營運的模式（見Hsing, 1996；Leung, 1993）。與此相較，工業不動產的進入模
式，雖然同時在跨界投資的治理上，都是透過制度網絡機制，但在其他方面卻是相

當不同。下表七顯示，基本的差異，包括投資進入模式、資本累積的形式。工業不

動產開發涉及到土地開發社會剩餘的重分配競奪，而在相當程度上，常與大陸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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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高新技術開發區的開發，產生競合關係。台商工業不動產開發，必須與其周

邊的地方政府的開發區，在優惠與地價政策上，競爭製造業投資者。這個結果就影

響到外商所投資之工業區土地開發聯盟的穩定性，甚致於失敗收場，著名的案例就

是蘇州的新加坡科學園區（見Yeung，2000）。此外，台灣政府又禁止在大陸投資
開發科學園區，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就更使得這個聯盟關係之穩定化機會受影

響。顯然地，不動產服務業的投資進入到大陸，決定成敗的關鍵，在相當程度上，

是決定於它與地方政府結盟的穩定性註21。

表七　台商製造業與工業不動產業的大陸投資進入模式比較

製造業 工業不動產服務業

投資進入模式 生產驅動 由客戶尾隨，到市場追尋

資本累積形式
追求廉價勞力與土地，

延續代工生產利潤

藉由土地開發投機，競逐社會剩

餘，從事資本積累

跨界投資的治理 制度網絡 制度網絡

投資進入後的營運 自主的生產營運
在營運上與地方政府，產生市場競

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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